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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当代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一种新的美学理论正在

悄悄发展，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治理美学”。这种美学不再是产生

于抽象的哲学思维，而是与当代批评实践相结合，并在批评实践中提

炼和发现。它也不再局限于文学文本的内部研究和形而上学，而是强

调文本的历史化过程和文本意义生产的现时性和在场性，甚至将所有

审美文化都视为场域性的文本，以便在制度性的层面上分析它们与读

者、体制、背后各种权力的博弈和运作及意义生产的过程。 

可以说，“治理美学”理论的出现，乃是基于当代社会的审美语

境、话语体系和文化形式的特点和复杂性。当代社会的审美语境异常

复杂，王杰教授将它表述为多重语境叠合的、流动的、不断滑动的语

境。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影像技术、电子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和数

字媒体的发展，一方面，当代审美文化和批评范式在话语体系、批评

理念、批评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经济的全球化又使

得不同的文化传统、审美经验、文化习性、情感结构和审美制度相互

制约，相互缠结；另一方面美学与日常生活结合愈来愈紧密，其介入

日常生活、影响和支配人的感知和体验、推动社会情感结构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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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昭显。以往的美学理论难以对这些新的文化

现象作出阐释和指引，新的美学理论应运而生势所必然。 

“治理”一词原本运用于政治学领域，一般指政府如何运用国家

权力（治权）对国家和人民进行管理。在美学层面上首先提出“治理”

问题的是法国思想家福柯，福柯将之表述为“治理性”或“治理术”。

在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之后，福柯转向了对社会微观权力的关

注，从而提出了“治理性”问题。福柯的治理性是指特定的管理组织

和过程，通过特定的制度和叙述事实的策略，可以使我们更积极地参

与到对我们自身的管理、监督和自我发展之中。之后，在福柯的治理

性理论、微观权力说的影响下，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托尼·本

尼特将治理术运用到文学艺术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出了文化治理的概

念，将文化视为一个社会治理领域，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

具。 

“治理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美学的进一步发展。马克

思主义一向推崇意识形态美学和批评，他们对现代社会中的文学、艺

术、美学、文化等研究，往往放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因而总是将文

学和历史置于一种表象与本质式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中。他们坚定地认

为，真理寓居于表象之中。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就在于勘破表象

的虚幻，以窥见隐蔽其中的真理性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

学和艺术文化总是承担着精神救赎、唤醒大众的批判和革命功能。当

代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朗西埃、巴迪欧、阿甘本首先将批判的矛

头指向其总体性思维，而重视无法纳入社会秩序中的异质性存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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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的“无分者之分”、阿甘本的“牺牲人”等。这些异质性的存

在对社会构成了一种扰乱，借由他们所带来的差异性体验，从而打破

原有既定的分配模式和感知模式。他们重新解释了“政治”、“阶级”

“人民”“民主”等术语，强调对事件、场景、差异性、偶然性以及

背后各种制度性因素等的审美分析和关注。 

其实，当杜尚将莫特制品厂生产的、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毫无区别

的小便器，命名为《泉》送往艺术展览中心时，他的带有恶作剧式的

举动引起了理论上的傻眼和解释学上的喧闹：艺术到底是什么？是作

为物品的艺术品，还是艺术性命名？抑或是艺术场域中的各种因素共

同生产出艺术这个东西？而后，杜尚这个经典性的艺术事件带来了艺

术与日常生活边界的消弥，也引起了人们对艺术背后的各种机制的组

织和运作、其审美意义如何被表征和架构等环节的关注和探究。针对

现代社会文化被工业化、商品化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多诺、

霍克海默提出了“文化工业”概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现代文化的

商品化生产的制度化机制。二是认为文化的工业化生产必须具备物质

性基础，即现代化的高科技新技术，如电影制作、录音设施、工厂、

报纸的高速印刷线、覆盖全球的广播电视台等的出现。两个层面的含

义都不约而同地指向背后的制度化机制，由此可见阿多诺、霍克海默

已经关注到制度性因素对文化生产的影响。瓦尔特·本雅明同样特别

关注机械复制时代所导致的艺术形式及其功能的变化，以及带来人类

感知模式和社会情感结构的转变。雷蒙·威廉斯则意识到变化不断的

书写实践中所呈现的变化不断的关系，其实就是社会历史关系，在这



个关系场域，各种权力相互牵连、相互覆盖。 

本尼特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美学所采取的与政府对立的批

判立场。在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性思考中，本尼特对以往的一些

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比如“文本”、“话语”“体裁”等等。他特别

强调文本的话语是在特殊的制度化条件下得以产生的社会和物质的

存在，意义的生产必须通过一整套机制得以生产和流通，是一个“阅

读型构”的过程，从而深入地挖掘了文本之外各种制度性因素之间的

组织和权力性争夺，尤其关注到读者背后的文学空间、文化制度、文

化组织及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此，他特别注重批评的社会功能和

中介功能，甚至直接将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治理。在他看来，文学批评

应该紧扣体裁作为一种制度性因素的潜在作用，而对博物馆研究应该

视博物馆为场域性文本，通过对博物馆中的物品、物品陈列方式、参

观流程设计、宣传册、公共行为方式规定等，分析博物馆作为人们身

体驯服的场所及其背后所展现的、隐密的权力演绎和运作关系。 

如果说本尼特是将审美视为一种塑造主体的技术，朗西埃则将人

的感知及其分配力量作为一种文化治理手段，通过改变人的感知体

验，而改变和重构社会。在《美感论：艺术审美体制的世纪场景》中，

朗西埃选取了 14 个场景来重新探讨美学的建构和确立。朗西埃的“美

学”概念，指的是一种体验模式。在将 14 个场景放在审美体制或感知

的分配方式中重新关注和重新体验，他发现，审美体制的变革会导致

我们感性体验的形式、进行认知的方式、表演和展览的空间、流通或

再生产的形式等发生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审美和艺术可以作为一种



治理方式而存在。 

由此，在治理美学的视域下，当下的新兴文化，不管时尚文化也

好，先锋艺术也好，其实就是一种审美感知的扰乱和文化治理的方式。

它扰乱了人们已经习惯的审美趣味，又在扰乱中对人们的审美趣味进

行了重新的构建和分配。在治理美学的视域下，时尚对于当代社会具

有重要的治理意义：一方面，时尚是现代社会孤独个体向他人敞开的

方式，时尚是共同体的聚合；另一方面，时尚又在集体的分享中导致

集体感性的转变。时尚以创新与突破的姿态，挑战当代社会的既定常

规，让尚未出现的感知模式得以出现，通过支配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

美需要而支配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而参与感知的重新分配。 

在中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全面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文化治理现代化，审美治理和文化治理已经成为当代治理形式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本尼特式的文化治理方式正

在蔓延：共享经济、共享平台、文化共享、空间共享等，通过把社会

构建成一系列并不相同的共同体形成，作为个体成员也就在集体的自

我管理和自我维持中获得认同和影响。这种治理模式可以导致文化功

用的倍增，如本尼特提到，一幅美丽的图画，如果挂在私人家庭的客

厅，它只能在一年里被一些客人凝视二十到四十次，而如果被挂在国

家美术馆里，它将被几十万人享有，而且他们的目光并不能损坏这块

画布。3当下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的公共雕塑，其实也是一

种文化治理和审美治理，可造成文化功用的倍增。在治理美学视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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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仅是伫立于城市一角的单纯的物，还是人与人、人与城市进行

审美交流、获得情感认同的良好媒介，不同的观众、不同的视角以及

不同的“看”，与雕塑不断地生成场域，构建出交叠共生的互动关系

和意义生产。而当代社会特别呼吁要求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公园等，正是借助共享来培养或转变其行为品性或行为方式，

完成社会的巧妙刻写和治理。 

当然，在进行审美治理与文化治理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清晰地

认识到一些问题。并不是所有能够到博物馆、艺术馆、公园、凝视城

市雕塑等城市公共审美性设施时，这些审美文化就会对他们产生治理

的作用。例如进入美术馆的人是否都是来欣赏高雅艺术的呢？会不会

只是一场跟风，或是一场环境的舒适享受呢？我们应该好好地规划和

计算其位置、分配和共享性功用，充分利用在场的交互主体性影响，

有效引导和提升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品味，以充分发挥当代审美文

化的治理功能。 


